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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历了 ４０ 年的发展，取

得了很大进步。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

国学派。 然而，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 根据实践理论，话语促进实

践，实践会强化或弱化话语，话语与实践一起促进形成某个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

产和传播，进而影响未来行为体的话语与实践。 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实践也

受所在实践共同体的影响。 因此，研究实践共同体内的话语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中

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经历了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

中国学派以及如何来发展中国学派的话语转变和实践转变。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

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国际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同时，需要重读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思考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理论关联。 中国学者也需要思考国外学者

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评判，如中国学者对“理论”所持的标准、中国国际关

系理论的普适性、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与困难等，从中为进一步创新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获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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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学科自 １９１９ 年创立后发展已近百年。 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为人们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多年

来国际关系理论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主导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尽管从 ２００７ 年开

始，阿米塔夫·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和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就研究了“为什

么没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具体问题。① ２０１４ 年，阿查亚明确提出需要发展全球

国际关系（Ｇｌｏｂａｌ ＩＲ），②以使这个领域更加包容、多元、多样。 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相比，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更晚，真正开始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之

前中国也有一些零散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③ 从改革开放到今年整整

４０ 年，尽管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创新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国际

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中国的国

际关系研究在创新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如何解决？ 笔者受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启发

认为：行为体的行为受话语的影响，话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直接影响知识的生产

与传播，实践反过来也影响话语。 具有相似话语与实践的人们会产生共有知识，形成

一个实践共同体。 这样的实践共同体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共同体成员的话语与

实践。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种逻辑同样存在。 对于中国学界，围绕某个问题所形成

的学术共同体所建构的话语环境同样会影响学者的相关实践、理论发展以及知识演

进。 那么中国学界持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话语，经历了哪些实践？ 外国学者又如

何评价？ 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学者的是否相同？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鉴于此，

下文首先探讨话语、实践、实践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 之后，系统梳理中国的国际关

系理论创新实践。 在此基础上，对比中国国内和国外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

导话语，并提出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及发展中国学派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　 话语、实践、实践共同体与知识传播

话语是分析社会过程、实践和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 话语促进实践，实践反

过来也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 话语与实践一起会促进形成某个实践共同体，影响知

识的生产和传播，不仅仅形成表象性知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也建构背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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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学术研究是一种实践，研究某个具体领域的学者形成一

个具体的实践共同体，学者的话语与实践受共同体的影响，同时也建构共同体本身。
也正因如此，共同体外的声音有时会被忽略。 对于创新性或创造性研究而言，跳出共

同体之外，倾听共同体之外的声音，尤其是一些不同的评论和批评，观察和反思共同体

之外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话语促进实践。 话语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言语行动，话语决定了具有社会意

义的事情是否有效。① 如果没有沟通和话语，人们就无法区分行为与实践。 语言传达

意义，是把实践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枢纽和引擎。 语言自身是以“话语实践”的形式展

现行动或是实施行动。 不同的言辞与行为方式能够创造相互依赖的路径。 后结构主

义甚至认为话语起核心作用，因为不可能在话语外思考实践。 按照米歇尔·福柯（Ｍｉ⁃
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观点，话语本身应该被视为实践，它可以产生一系列语言结构。 这样

的结构对我们“谈论客体”是必要的，比如命名、分析、分类以及解释在社会世界和物

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一方面，话语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

象，是“使用中的语言”。② 话语促进实践，既强化实践，也指导实践。 话语本身是实践

形成过程的一部分。 话语把一个领域建构为具有特殊政治认知特点的领域，诸如法

律、政治、艺术、宗教、意识形态以及道德等。③ 另一方面，实践也经常是话语性的，经
常伴随言语行为发生，而不是发生在话语实践之外。④ 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表

述形式，或者按照福柯的观点是一种声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文本，而
是行动中的话语。 话语作为在空间、关系、社会语境或是场域中所使用的意义结构能

够建构社会实践，强化或弱化某些行为实践，尤其是知识和权力的实践。 也就是说，话
语是行为体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介，同时也建构社会结构，产生观念倾向和

权力效应。
其次，实践反过来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 实践把话语世界与物质世界联系在一

起，并使话语和制度具体化。 实践启动了某种话语的生成，塑造了某种能指结构。 话

语尤其强调与行为在社会语境下的内在关系。 实践依赖于背景知识，知识如同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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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等一样，先于实践。 同时，背景知识也是实践性的，背景知识引导行动。① 实践不

仅实施行动，同时也包含和展现背景知识和话语，并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② 话语

依赖重复的行动或是“常规”，否则就会逐渐消失，因为话语是社会的，是在一个共有

知识或是想当然的背景下“发挥作用”。 荷兰语言学家特奥·范莱文（Ｔｈｅｏ ｖａｎ Ｌｅｅｕ⁃

ｗｅｎ）把社会实践定义为社会规范做事的方式，③实践推动世界向前，并把世界联系在

一起。 如果说话语形成或是建构常规实践的话，那么实践本身也会促成话语的形成和

话语的固化。 正如西奥多·沙茨基（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Ｓｃｈａｔｚｋｉ）所言，话语是存在（ｂｅｉｎｇ），实

践是成为（ｂｅｃｏｍｉｎｇ），是话语的来源以及话语的最终归属。④ 通过实践，人们会形成

特定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反过来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

再次，话语与实践一起可以形成一个实践共同体，实践共同体会继续影响未来成

员的话语与行为，行为体在实践过程中会形成共同的利益、知识、话语和认同。 伊曼纽

尔·阿德勒（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把实践共同体定义为一些思维相近的实践者，他们由于

学习和应用某些实践的兴趣非正式或是在某个语境下聚合在一起。⑤ 在一个领域的

知识建构了人们的思维相似性，即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人创造了一种学习的社会结构和

一种共享实践，形成该共同体发展、共享和保持的知识。⑥ 社会知识是由实践共同体

产生，由话语和行为体的各式行动所构成。 这些知识作为实践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的背景知识会指导未来实践，实践共同体因此为行动提供了规范和认识基础。 理性不

仅存在于人脑之中，而且存在于这种不断积累起来的背景知识中，而理性思维和理性

行为的能力首先来自背景知识。 具体而言，实践共同体由施动者构成，他们通过各种

网络渠道、跨越不同的地域和知识流派，通过知识和权力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产生

影响。

最后，学术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会构建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产与

传播。 学者们围绕某个具体问题思考、交流、研讨、写作、发表。 通过这样的学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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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成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促使形成某些预期、研究倾向和身份。 学术研究领域的

实践共同体本身就包含一个学习的过程，学者总是基于一定的背景知识进行学术研

究，在研究、思考后形成自己的新观点，生产新的知识，而其他学者首次接触这样的观

点，会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表象性知识加以学习、消化。 有些表象性知识经过长时间积

累，会慢慢沉淀转化为背景知识，内化为一种意识，或是形成一些习惯，甚至形成行动

和认知规范的固定模式，指导和协调行为体的行为，影响其未来的研究话语与实践。

当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实践共同体除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之外，有时也可能产生负

面影响，比如产生研究的路径依赖。 学者们有时会无意识地按照共同体所塑造的路径

进行研究，甚至会忽视与共同体外的思想交流、忽视共同体外的意见和最新进展等，而

处于自己习惯的舒适区。 此外，共同体内的成员也可能会产生重复性或相似的研究。

也就是说，共同体内的实践可能会自我欣赏、自我维护，导致实践的机械化。 在这种情

况下，跳出该实践共同体的视域非常有益，对一些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研究尤其如此。

国际关系本身也是一系列话语实践，由不同的实践共同体构成。 马歇尔·比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ｉｅｒ）认为国际关系是一系列话语实践，而并非是由共同的术语、范式或是

方法论聚合在一起的“独立领域（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① 辛西娅·韦伯（Ｃｙｎｔｈｉａ Ｗｅ⁃

ｂｅｒ）把国际关系理论描述为一个文化实践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编织解释世界的故事，

赋予国际政治实践以意义，关于国际生活的意义被不断交流、建构和重构。② 如果把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实践的话，那么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的

活动与互动构成了一个实践共同体，尽管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 该实践共同体会强化

相关的知识和话语，有时也会造成学者们的研究路径依赖或是知识固化。 如果要更好

地创新，审视共同体内外的话语和实践尤为重要。

二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与创新的不同话语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创立于 １９１９ 年，１９４９ 年后中国开始重视对国际问题的

研究及对外交干部的培养。 １９５０ 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先成立国际关系科（外交系），

１９５５ 年在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外交学院，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亲自负责外交学

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的建设，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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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外交学院成立国际关系理论课题组，写出《国际斗争基本理

论》一书。① 在 １９６３ 年之前，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就已经开设了国际政治学和国

际关系的部分专业课程，如外交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的国际斗争基本理论和国

际关系基本理论课。② 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多采用宏观视角，意识形态色彩

突出，如反对帝国主义、国际统一战线、批判修正主义等，③同时与中国当时的外交战

略联系紧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呈停滞状态。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中国还是根据所处的世界环境提出了一些思想理论和战略学说，如毛泽

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和“中间地带”概念，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

存异等理念，体现了中国观察和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无论是对世界政治还是对中国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产生了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

段具有鲜明的话语指向和实践特色。 中国学者始终在沿着两个路径进行，一方面是学

习、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全盘照搬

西方理论。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７８ 年到 １９８９ 年，该阶段重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个

主导话语和争论热点。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８９ 年到 ２０００ 年，本阶段是全面学习和借鉴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话语开始出现。 第三阶段是

２０００ 年至今，本阶段重点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努力创新与发

展的时期，主导话语转变为“如何创建中国学派”。 学术论文、著作出版、学术会议等

一起构成了不同阶段的实践和创新路径。 从各阶段主导话语的变化和实践也可以看

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和不同阶段的特点，也体现出不同的实践所塑造的关

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研究路径和相关知识的传播。

（一）第一阶段：引进、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的

出现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 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阶段，中国学者们在学习的同时，

也开始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

系理论”的话语开始出现，学者们围绕国际关系理论是否需要中国特色展开了辩论。

改革开放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开始了新的发展。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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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做出了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判断。 １９７９ 年他强调世界政治同政治学、法

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需要赶快补课”。① １９８０ 年外交学院复校后开设了《国际斗争

基本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评介》课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也开设了《国际关系理

论》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介绍》课程。② １９８４ 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

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确定在高校开设新的政治理论课，如世界政治与经济和国

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学科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际关系学

在西方已经发展为非常活跃的领域，不少中国学者到美国、英国等国学习。 同时，中

国改革开放后对外关系有很大发展，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和说明，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日益得到重视。 改革开放后，受各领域抓紧补课和从西方引进的浪潮的影响，

中国刊出大量介绍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文章，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也被

陆续翻译出版，如斯坦利·霍夫曼（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汉

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的《国家间政治》、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的《人、国家与战争》、莫顿·卡普兰（Ｍｏｒｔｏｎ Ａ． Ｋａｐｌａｎ）的《国际政治的系统

与过程》、卡尔·多伊奇（Ｋａｒｌ Ｗ． Ｄｅｕｔｓｃｈ）的《国际关系分析》等，改变了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避免与西方思想接触的现象。 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涌现。 陈

乐民 １９８１ 年撰写了中国第一篇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当代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简介》。④ 倪世雄发表多篇文章，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

博弈论、均势理论等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⑤ 他和金应中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文选》也于 １９８７ 年出版。⑥ 除了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关于苏联国际

关系理论的专著和理论文章也被译为中文，学者们也撰写了相关文章，体现出苏联在

这一阶段对中国学者的影响。⑦ 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对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处

于初级阶段，研究多属于零散性的学习和评介，还远未对其全面的谱系和发展脉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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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较清晰的认识。

尽管如此，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中国特色这一话语就已经开始出现，学者们

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问题。 王建伟等人在 １９８６

年就撰文，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必要性。① 王沪宁 １９８７ 年撰文，强调要建

立中国特色政治学，并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② 当然这里是指大的政治学学科的概

念，也包含国际政治学。 李石生讨论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包含的范围，并

指出积极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已成为实践中刻不容缓的任务。③ 学界开

始了关于是否需要强调中国特色以及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辩论。 持肯定观点的人

认为理论都是相对的，相对性实际上就是特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具备

了一些特色，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三个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等。 而持反面观点的

人则认为提中国特色本身不科学，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等。④ 与此同时，关

于马克思主义，两种观点也展开了辩论，即世界是依然处于战争和革命年代还是已

经进入了和平发展时代，⑤这个辩论主题也与中国的形势发展相关。 此外，本阶段的

理论研究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如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强调主权国家

外，还必须重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这是马克思国际

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学根本不同的特点，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的国际关系理论，⑥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于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的

研究。⑦

学术会议方面也开始体现出对理论探讨的重视。 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分会的两次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⑧

１９８７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上海专门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这也是中国第

一次针对理论研究的全国性学术讨论，此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

个重要节点，与会者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步设想。⑨ 会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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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框架结构，探讨行为体、体系格局等具体问题，

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①

（二）第二阶段：学习和借鉴西方理论与体现国际政治学中国特色的主导话语

从 １９８９ 年到 １９９９ 年是第二阶段，相关学者继续学习、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同时学界开始进一步总结和反思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集中在如何体

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跟进和研究进一

步深入。 更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被译为中文，如《国际政治理论》

《现代世界体系》《权力与相互依赖》等，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不再

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对西方理论的新发展开始较快跟进。 例如，亚历山大·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②英文版出版于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０ 年秦亚

青就将其翻译出版。③ 中文版的出版带动了中国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高潮，袁正清的

《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④郭树勇的《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⑤都对建构主义进

行了系统研究。 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更加全面。 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由于主流理论未能预测冷战的悄然结束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入了多元发展时

期，英国学派、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哥本哈根学派、规范研究等也都很

快在 ９０ 年代末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域，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视角都更加

多元。

随着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识的深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体现出

较强的总结和反思意识。 学者们撰写了多篇回顾和反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

文，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⑥《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

治学发展 ２０ 年》⑦《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转型与理论研究二十年》⑧《中国国际政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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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五十年审视》①《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５０ 年》②等。 在研究理论本身的同时，学者们

也把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的政策。 对于中国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外

交思想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的研究也不断深入。③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的

外交思想和理念中也得到进一步强调。 １９９５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当代国际

政治丛书”系列，目前已经出版了近 ３０ 本，集中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

以及中国学者的创新努力。 一些聚焦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版物相继问世，如王逸舟的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王缉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

治》论文集等。

学术研讨会更加聚焦理论研究。 １９９１ 年，北京大学召开“跨世纪的挑战———中国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重点讨论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基本概念、新问题以

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④ １９９４ 年北京大学召开“２１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

研讨会，讨论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以及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学科建设等问题。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与北大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术

研讨会，围绕中国特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⑤ １９９８ 年，复旦大学和中国国际关系史

研究会（继 １９８７ 年的首届之后）召开第二届“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总结改革开

放以来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成果，讨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发

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差距，指出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加强

基础研究是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⑥

在这段时间，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论争掀起一个小高潮。 如何建

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风格”作为一个迫切问题被提上了研究议程。⑦

学者之间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否需要中国特色以及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展开了辩

论。⑧ 梁守德多次撰文强调“国际政治的中国特色”，认为中国特色是立足中国，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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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相对与绝对、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发展的统一。① 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成为一个主要的辩论问题，也成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主要话

语。 支持者们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同本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相结合，中国的

传统文化、三个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等都是中国特色的促因。② 而另一些学者则

认为强调突出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会削弱理论的学术性，特色形成不能预

先设计。③

（三）第三阶段：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与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至今是全面借鉴和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阶段，同时也是中

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创新阶段，主导话语转变为建立中国学派以及如何建立中国学派。
随着更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著被译为中文，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非主流

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先后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研究也更加深入、系统。 中国学者

在关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欧洲的研究视角也得到重视，进行的研究既包含对

理论本身的探讨，也涉及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的研究。 西方理论中涉及的理论流派

几乎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无论是宏观的大理论，还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

理论。 一些跨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

治心理学、国际政治语言学、国际关系伦理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等。 西方理论中

一些最新的研究领域，如情感、实践、习惯、叙事、认识、视觉等，中国学者也都进行了探

讨。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差距已经不

大，缺少的是真正的创新性原创研究。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面认识和消化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进一步推动了

中国学者理论创新的努力。 英国学派也启发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认为中国也同样

可以建立自己的学派。 同时，中国在实践中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概念，如和平崛起、和谐

世界等也进一步激励了中国学者的创新。 ２０００ 年，梅然在其论文中提出，中国的国际

政治理论研究应力求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以求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④

这是学界首次使用中国学派一词。 之后，其他一些学者如秦亚青、王逸舟、任晓等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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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中国学派，而非中国特色。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秦亚青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

系理论前沿译从”的总序中提出：“希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

判，提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①王逸舟等学

者认为，“中国特色”意识形态色彩太重，应用中国视角，建立自己的观察角度和风

格。② 任晓认为中国特色多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赞成使用“中国学

派的国际关系理论”。③

２００４ 年是本阶段创建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节点。 学者们的研究议题和讨论议题

开始聚焦如何构建中国学派这一具体问题。 ２００４ 年，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构建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建构中国学派”研讨会，强调中国学派应该彰显本土文化意识，挖掘传统

的国际关系思想和战略文化，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国情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国

际政治三重视野，提出建设中国学派要树立问题意识。④ 同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

届年会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和本土化是学者们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⑤ 之后

秦亚青发表《国际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建构》⑥以及《中国学派的可能性和必

然性》两篇论文，⑦指出了发展中国学派的主要问题和路径，这也是中国关于中国学派

最有影响的两篇论文，前者在知网下载量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高达 ５３１３ 次，引用

１７９ 次，后者下载量 ３０８３ 次，引用 １１０ 次。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更加意识到中国的

文化传统和历史是构建中国学派的重要资源，开始更加系统地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理念，梳理中国的对外实践，并把它们用于理论建构中。 秦亚青的系列研究成果，

如《关系与过程建构：把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

论的文化建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等聚焦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关系概念和中国哲

学中的中庸辩证法，对西方理论的很多核心概念，如权力、合作、治理等提供了新的阐

释和理论构建，成为构建中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研究。⑧ ２０１１ 年，赵汀阳提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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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视角，也为研究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新范

式，①引起关注。 阎学通通过探索中国历史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了道义现

实主义。② 一些上海学者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共生理论。③

除了出版和发表的成果之外，这段时间的很多学术活动也针对如何发展中国学

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编辑部多

次举办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主题也显示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益增强的系统性

和多元性，如 ２００２ 年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２００４ 年的“国

际关系主流理论及其批评”研讨会、２００５ 年的“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

等。 ２００９ 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在新中国成立 ６０ 周年之际召开“新中国六十年：中

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研讨会。 ２０１１ 年复旦大学召开“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自觉与

中国学派”，２０１２ 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与复旦大学主办“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体系”学术讨论会，围绕理论的本土化或是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

了广泛讨论。 ２０１３ 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

理论的发展”研讨会，围绕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④

２０１７ 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理事会暨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 ３０ 周年纪念会———“中国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发展”在上海召开，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将近 ３０ 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论文集结出

版。⑤ ２０１８ 年外交学院召开了“全球国际关系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研讨会，

从过去探讨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转为探讨如何来构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并就中国学派的建立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些学术实践反映出本阶段中国的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不仅关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方面面，也聚焦如何创建中国理论和中国学

派，指向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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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

象》，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任晓：《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超出二元对立思维，中国概念与既有知识体系的嫁接，如用朝贡代替等级、用天下代替无政府，接受既有

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如王道与霸道，增加修饰性和限定性语汇对原有的概念进行改造等，如治理分为礼治、人
治和法制等，或关系性治理和规则性治理等。 详见宋伟：《“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

综述》，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５—１７７ 页。
郭树勇等主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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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导话语

根据弗雷德·哈利迪（Ｆｒｅｄ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与布莱恩·施密特（Ｂｒｉａｎ Ｃ．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研

究，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内部辩论变化和辩论

本身；二是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新理念的影响；三是世界发展变化的影响。① 学者

之间的辩论本身是影响学科演进的重要因素。 辩论过程不仅产生知识，同时也形成主

导话语，影响学术共同体的实践。 因此，理清关于中国学派的主导话语可以帮助更好

地理解这一领域的知识和实践渊源。 笔者对所收集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

面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找出了最主要话语。

第一，中国传统与文化是进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资源。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

悠远的文化传统给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营养，

必须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创造

自己的研究话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设，尤其是推动“研究理论的理

论”。② 具体而言，第一个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哲学使中国审视世界和国际事

务的视角与西方国家不同。 例如，俞正梁指出，要把构建全球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国际

关系理论追求的最高目标，用和谐原则来化解矛盾、对立和冲突，利用“中”“和”建立

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运用好中庸之道，具体化为全球共治，和

而不同，和必中节。③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 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国际关

系理论缺少思想，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受修昔底德、霍布斯、康德、洛克、格劳秀斯、罗

素等人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理念也对创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影响。 同时，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的历史，尤其是 １７ 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和哲学

史。④ 中国需要传承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 中国学派要体现中国古代传

统政治思想，彰显本土文化意识。 世界政治哲学、世界观以及道德差异一起塑造了不

同的世界政治观。 中国在这些方面都与西方国家不同。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不同，这些将影响理论的构建过程。 长期以来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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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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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岳、李永成：《国际关系学：进展与问题》，载《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４５ 页。
俞正梁：《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创建中国学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 年

第 ４ 期，第 ７ 页。
王帆：《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几点思考》，载《国际论坛》，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５１ 页。



环境、历史记忆和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是以潜意识的方式。

例如，西方观念中的敌我二分、西方重视差异、中国重视共性和共享概念等。① 第四个

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②如“天下”“天下体系” “王道”。 不少学者强调要发

掘东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传统，超越西方主义经验论，强调“中国本体论”。③ 第

五个方面是中国的传统实践。 中国崇尚独立，反对侵略和战争；热爱和平，提倡中庸，

厌恶极端，追求大同盛世等。④ 这样的实践也对发展中国学派产生了影响。

第二，中国的国际实践为建构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源。 许多学者认

为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必须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国的国际实践。⑤ 一

是总结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特色问题和主要问题。 中国的历史事实至少可以作为一

部分经验基础，当然中国经验不是唯一经验。⑥ 二是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政

治理念和政治思想。 它们一起形成了中国的集体国际政治思想，如反对霸权主义、反

对强权政治，重视国际合作，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结合，始终坚持推动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既强调国家利益，也强调人类的所有利益，为国际社会做出中

国贡献。⑦

第三，重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多位学者认为建立中国学派需要对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的知识谱系有全面深刻的了解，认识其优点与局限，而全面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对其进行双重阅读。⑧ 在学习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

础上，可以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自己的哲学传统、社会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

提出反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理论命题或是核心概念。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只有这样才能够不仅仅满足西方的理论标准，同时也把中国理念和实践融入“主流”

理论，使理论更具普遍意义。 总结中国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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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卓宇：《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５ 页。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２１ 页。
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载《国际观察》，２００９年第 ５期，第 １２页。
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载《国际政治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第 ２０—２１ 页。
唐贤兴：《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综述》，载《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第 ８３ 页。
唐世平：《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突破：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构建的思考》，载《国际观察》，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７ 页。
王庆忠：《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载《天府新论》，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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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实践，必然要以相应的中国理论来指导，①而提炼过程本身也有助于理论的进一

步升华。

第四，发展学派的关键一步是发现核心问题，提出核心概念，形成相互关联和理论

逻辑。 学者们认为建立学派始于理论，而理论始于核心问题和问题意识。 理论定然生

成于特定的问题意识。 秦亚青指出，中国国际关系要想产生重要的理论学派，建构理

论的核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条件。② 他认为上升大国的和平社会化，大国如何融入国

际社会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问题和知识问题。 ２００６ 年，他论述“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时，认为建立理论学派要有核心理论问题，之后要有可

证伪的因果关系。③ 在如何提出核心概念方面，创造新概念、对既有概念进行重新定

义及跨学科引进概念被认为是三种重要路径。 把中国概念引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

构建过程中，有两类概念可以选择：一是把表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概念引入，如朝

贡体系；二是表示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理念、思想和学说的概念，如关系、王道、霸道

等。④ 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建立正确的范式来进行理论创新，如世界秩序范式、世界格

局范式等。 中国学者可以以世界秩序、世界格局等为基石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

第五，一些人认为发展中国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国际思想

是发展中国学派的源泉和理论基础。 当努力发展中国学派时，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

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⑤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话语之外，中国在官方层面也一直号召加强理论创新。 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政府日益重视话语影响和话语权，２０１３ 年被认为

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之年。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改善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话语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⑦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中国政府号召要加强中国的宣传能力，改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这也

是从政府层面首次聚焦话语体系。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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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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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王庆忠：《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载《天府新论》，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 页。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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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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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强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

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

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 这也要求中国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理论

自觉和创新意识。 国际关系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国际实践密

切相关。 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广为世界接受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人们经常

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基于西方经验的一些概念也经常被用来解释中

国具体的外交政策，如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分析中美关系，用“马歇尔计划”来类比

“一带一路”倡议，经常引起误解和错误认知。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从政府层面一直强

调和鼓励发展中国理论的一个原因。 对于外交理论，２０１６ 年中国外交部在《求是》杂

志发文，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外交理论的基本框架。② 这些也为学者们发展中国

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提供了有益的社会话语环境。

四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外部主导话语

从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实践共同体当中，而跳

出该共同体之外，审视共同体之外是如何评价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努力

有益于获得一些新理念和新视角。 通过外国学者这方面研究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

主要话语如下。

第一，国际关系理论一直由西方理论所主导，可以通过发展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学派改善这一状况。 学者们认为，国际关系一直保持“美国的社会科学”以及“由英美

主导”这一形象，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方世界，具有西方印记。 林赛·坎宁

安—克罗斯（Ｌｉｎｓａｙ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Ｃｒｏｓｓ）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只是人们对

世界多种理解的一种，但却被误认为是唯一的可能。③ 如果要克服国际关系的这种狭

隘认识，使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为全球性理论，后实证主义可以更好地为发展非西方

世界理论发挥作用。④ 因此，发展具有国别特点的国际关系学派并非新鲜事物。 正如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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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ｊｈｓｊｋ．ｐｅｏｐｌｅ．ｃｎ ／ ａｒｔｉ⁃
ｃｌｅ ／ ２８３６１５５０，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４ 日。

根据这一理论框架，中国外交的追求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途径是坚持和平

发展，核心原则是合作共赢，主要手段是建设伙伴关系，价值取向是践行正确义利观。 参见外交部党委：《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载《求是》，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２０—２２ 页。
Ｌｉｎｓａｙ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Ｃｒｏｓｓ， “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ｙ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４， ｐ．５．
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Ｒ，” ＧＩＧ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１８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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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洪珠（Ｈｕｎ Ｊｏｏｎ Ｋｉｍ）所说，“关于具有国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确实存在，并

且经常会很有影响力，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检验。 中国的努力既不新，也不是第一

次，中国的努力是国际关系理论摆脱英美影响、创建本国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

个重要部分”。① 此外，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新的发展动力。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

２０１２ 年还专门发了一期特刊，集中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② 因此，学者们认为

发展不同的国家学派可以弥补和改进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现状。 中国被认为是发展

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可能。 例如，有学者认为，发展独立的国家学派，最有可能的很明

显是中国，尽管目前中国几乎还没有独立的理论。③ 张勇进强调，中国深厚丰富的文

化是探索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途径。④ 内莱·诺赛尔特（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认为中国对国

际关系辩论的贡献在于把独立的国际关系术语（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引入国际关系中，对国际

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解释。⑤

第二，不少学者支持建立中国学派的努力。 诺赛尔特认为，中国经常被认为是理

论的检测地或是作为一般性国际关系理论本体扩展的一个潜在资源。⑥ 学者们认为

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理论。 埃姆雷·杰米尔（Ｅｍｒｅ Ｄｅｍｉｒ）认为，“建构中国的国际关

系理论以及可能发展的中国学派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挑战，会进

一步使理论建构多样化和地方化”。⑦ 推·多（Ｔｈｕｙ Ｔ． Ｄｏ）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尽管

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存在一些陷阱，但这应该被视为一种反映自我反思的学术运动，

它将丰富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视角”。⑧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

融入国际体系与传统西方大国不同，和平崛起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并没

有带来冲突和战争，也没有破坏当前的国际体系。 诺赛尔特认为：“中国特色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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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ｕｎ Ｊｏｏｎ Ｋｉｍ，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ｐ．５９－７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
Ｏｌｅ Ｗａ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Ｎｏｔ 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８， ｐ．６９６．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５， ２００１， ｐ．６９６．
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Ｒ，” ｐ．１０．
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Ｒ，” ｐ．８．
Ｅｍｒｅ Ｄｅｍｉ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ｙｔｈ ｏ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ｌｌ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Ｖｏｌ．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１０３．
Ｔｈｕｙ Ｔ Ｄ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ａ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１， ２０１５， ｐｐ．３７－３８．



一个空洞的口号，本土的框架正在建构过程中。”①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学派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 学者们认为，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化和政治经验，对国际政治只能提供部分解释。② 阿查亚

和布赞强调，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历史总是非常重要，丰富的历史和知识是发展非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③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国际关

系理念和思想，是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资源，这也可以帮助弥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

不足。 古斯塔夫·吉尔拉耶茨（Ｇｕｓｔａａｆ Ｇｅｅｒａｅｒｔｓ）和景门（Ｍｅｎ Ｊｉｎｇ）指出：“中国人重

视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中国文化将继续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总
结关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所建构的不同哲学流派非常重要。”④诺赛尔特认为，传统的

中国哲学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⑤ 中国的

阴阳哲学、道家、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与国际关系紧密相关，儒家思想非常重视和平与和

谐，这一点可以帮助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⑥ 此外，中国的天下体系概念与西方

的国际关系体系不同，从这个视角进行研究也是一种创新，对于塑造当前的国际体系

有一定意义。⑦

第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与中国崛起相联系，中国目前具有发展中国学派

的优势。 马蒂哈·阿拉加帕（Ｍｕｔｈｉａｈ Ａｌａｇａｐｐａ）指出，一个崛起的全球性大国需要完

整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这样可以预测其他行为体可能的反应和行动，以制定自己

的对外战略。 崛起国可以从自己的哲学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创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

论，定义和构建未来的世界秩序。⑧ 人们还注意到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的崛起密切联系。 例如，２００７ 年以来，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关于软实力、和平转换、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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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Ｒ，” ｐ．２２．
Ｇｕｓｔａａｆ Ｇｅｅｒ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ｎ Ｊ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１５，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２５２．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ｒ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Ｎｏ⁃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２９２．
Ｇｕｓｔａａｆ Ｇｅｅｒ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ｎ Ｊ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１５， Ｎｏ．

３， ２００１， ｐ．２６０．
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Ｒ，” ｐ．１０．
Ｒｏｓｉｔａ Ｄｅｌｌｉ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Ｂｒｅｔｔ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ａｎｄ 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 Ｈ． Ｐｉｎｇ，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Ｂｏ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Ｂｅｔｔｉｎａ Ｈüｃｋ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ａ Ｍｅｔ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３７．

Ｍｕｔｈｉａｈ Ａｌａｇａｐｐａ，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Ｖｏｌ．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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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的研究，这些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一些重点。① 金洪珠列举了建立中国国际

关系理论与实践相关的三个重要原因：“首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近的发展与由于中国

的崛起而导致的世界的变化紧密相关。 其次，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对历史的正确使用和

误用将会对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的理解产生影响。 最后，中国国际关系不仅与中国

的崛起相关，也与西方的衰落以及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的反思有关。”②彼得·克里斯滕

（Ｐｅｔｅｒ Ｍ． Ｋｒｉｓｔｅｎ）与拉斯·尼尔森（Ｒａｓ Ｔ． Ｎｉｅｌｓｅｎ）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预算支持

的增加以及经费支持的多样化是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外部因素。③

除了以上积极认知之外，外部对于发展中国学派也存在一些质疑。

首先，对于中国的“理论”这一术语本身的质疑。 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理

论与西方世界的理论不同。④ 根据西方认识论，理论用来描述、解释和预测。⑤ 一些学

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理论”有其独特内涵。 例如，吉尔拉耶茨与景门指出：“中国

意义的理论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强调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以及正确指引

实践的有效性……这样的定义使中国在构建理论时在关于为政策决策提供指导和价

值方面受实用主义驱动。”⑥诺赛尔特指出，“必须要区分狭义和广义的‘理论’概念，要

清楚中国的辩论并不一定要效仿‘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定义”。⑦ 此外，人们认为，中

国主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重新改造的儒家思想指导理论和政策。 诺赛尔特质

疑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属于“西方”理论的范畴，认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展示了与西方

不同的另一种可能，这种说法缺乏坚实基础。⑧ 威廉·卡拉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也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受意识形态、政策导向研究等的限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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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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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ｉｍ
Ｄｕｎｎｅ， 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ｐ．１－１２．

Ｇｕｓｔａａｆ Ｇｅｅｒ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ｎ Ｊ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２５２－２５３．
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Ｒ，” ｐ．１０．
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２２２， ２０１５， 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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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也存在一些疑问。 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目

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适性的理论，但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很大程度

上是解释中国或是为非西方世界服务。 对于西方世界这些理论能解释多少呢？ 有学

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是普适性的，因为它们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而不是

可以适用于全球的纯理论。 一些学者也承认中国因素很重要，值得学习研究，可以把

它们融入西方理论中。 但是，这并不能被视为创新。 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创建一个

中国学派，因为对于中国学派、日本学派、非洲学派而言，它们都始于当地文化与逻辑，
这种努力只是以独特性之名来强调自身的优越性，把自己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区别

开来。①

再次，共同体外部学者也分析了建立中国学派的困难与挑战。 此类学者支持建立

中国学派，也相信是可能的。 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要克服一些

困难和挑战。 例如，阿查亚认为，发展中国学派的原则与促进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原则

相同，是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步骤。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中国学派在

中国有多少影响力？ 普适性如何？② 他同时也强调，在亚洲，中国最有可能发展出中

国学派。③ 关于挑战，金洪珠总结了五点：例外主义；二元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

和思想的浪漫化；一个大国的自我意识之外的幻想以及直接明确地提升国家利益。④

以例外主义为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被认为应该是“以中国的资源为基础，但又超越

中国问题至上，而不是广义上既包括中国资源，也包括非中国资源；既针对中国问题，
也针对非中国问题”。⑤

最后，对于中国理论接受度的质疑。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其他国家的人不具备

中国人的背景知识，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中国的理论可能不会被外国

人接受。 例如，对于外国人来说很难理解道家、阴阳、佛教等，而基于类似的中国元素

所构建的理论对外国人来说就更难理解。 一些学者认为：“关于中国学派的话语是关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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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Ｊｏｓｕｋｅ Ｉｋｅｄａ，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ｕｒ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ｉｔｓｕｍｅｉｋａｎ Ａｎ⁃
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９， ２０１０， ｐ．３６．

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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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０， 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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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２０１２， ｐｐ．６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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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未来、关于动机的话语，也是关于理论构建、目的和意义的话语。”①关于中国理

论在国际层面的传播，中国学者需要在把中国概念、中国理论用于解释更多的全球问

题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使其在国际上被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五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比中外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导话语，尤其是从非中国学者针对

中国学派所给予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两类话语既有分歧也有共识。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未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中国学派的发展需要重点注意五个方面。

第一，需要思考理论的定义，尽管不同的中国学者提出或发展的具体理论可能不

同，如核心问题、逻辑以及表象等。 正是由于对理论定义的不同以及对理论所持的不

同标准，中国学者笔下的理论也给中国以外的读者造成了一些误读，例如，有时把政策

性理论与知识性理论混同。 这也导致其他国家学者对中国学者理论研究认识的片面

性，甚至导致误解。 例如，有学者认为，“关于发展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辩论不应被

理解为抽象的理论讨论，而应被视为当前全球政治的变化以及对中国影响的体现”。②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是受实用主义影响，要对政策制定具有指导作用。”③但是，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究就会发现很多理论都不属于此类。④

因此，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要明确政策性理论与知识性理论的各自特点。 针对理论

普适性的质疑，也可以解构这种传统的认知。 社会理论本身与自然理论不同，涉及

更多的理解与诠释，文化是构建社会理论的重要源泉，社会理论都是在一个相关的

社会环境中产生，必定带有一些地方印记，绝对、完全的普适性是不可能的。⑤ 对于

社会理论而言，一元的普适性本身就存在局限，普适性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多元的普

适性。

第二，需要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理

论内部的对话。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对话本身是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互补、互惠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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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对话需要双方打破原有的认知定式和认知框架，打破原有认识论的束缚，以开放、

包容的心态进行交流，只有这样对话才会真正起作用，否则就会形似神异。 对于理论

创新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例如，江忆恩（Ａｌａｓｔａｉｎ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直接提出了“东亚

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什么”这样的问题，指出不仅东亚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需

要更多地结合东亚经验的理论研究，西方的学者也需要更多的反思意识，把东亚考虑

在他们的理论应用范围内。① 阿查亚也指出，未来关于亚洲的理论的发展，一个重要

方面是进行更多的跨国、跨区域对比研究，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个国家，这样可以更好地

验证所提出的理论。② 阿拉加帕认为，亚洲的国际关系专家和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学

者之间缺少直接的对话，因此，非西方世界实际上是在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和

基本范畴来分析和分类。 只要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继续局限于科学的西方哲学，国

际关系学科的这种狭隘偏见就不会改变。③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罗西塔·德力

澳斯（Ｒｏｓｉｔａ Ｄｅｌｌｉｏｓ）指出，当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哲学在规范性的软实力以及制度建

设方面发挥作用时，双方相互才能产生最好的影响。④ 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哲

学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对话。 同时，不同区域之间的对话也需要加强。 彼得·

克里斯滕森（Ｐｅｔｅｒ Ｍａｒｃｕｓ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指出，近年来，尽管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区域为

辅轴式的对话一直在加强，不同的区域与美国这一中心总是存在一些联系，但不同区

域之间即各辅轴之间的联系却很少，如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理论对话、融合和交流几乎

没有。⑤ 中国学者在宣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全球的同时，也需要清楚原

因，从而进一步对西方理论进行改进和修正，或是从中为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吸取

经验。 当然，对话的方式有多种，如学术研讨、发表成果等。 本文在梳理文献过程中

也发现，尽管中国学者在中国期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论文，但是

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此类文章非常有限，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中国理论的国际化过程

和结果，也直接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在西方理论已经长期主导国

际关系理论界的情况下，中国理论在被接受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就更大，英国学派在

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很多美国学者认为其不是真正理论的质疑。 中国学者除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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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进行对话之外，也需要加强中国共同体内部的对话。 尽管中国学者近年来

在创新概念、核心问题甚至是体系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要把这些理论

发展为一个广为世界接受的理论或学派，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也需要加强。 一个学派

不仅需要核心问题、核心理论，同时也需要一批学者来共同推动，使其具有可持续

性。 从个体和个体理论到发展成为学派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形成一个学派还需要

多方努力。

第三，需要构建良好的学术环境，加强个人学术训练。 理论化过程无论是对学

术训练还是个人创造性都有很高的要求。 尽管影响理论创新的因素很多，如社会环

境、创造性思维、学术训练以及主观意愿等，但最后还是依赖于学者个人本身的学

养。 以结构现实主义的提出为例，尽管有行为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辩论的积累作为

学术背景，但最后还是由华尔兹本人发展了结构现实主义，并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进入了更加简约、更加科学的阶段。 一位优秀的学者需要在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研

究层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同时也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学术付出。 对于发展中

国学派而言同样如此。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言，学者不仅需要扎实的国际关系

理论功底，同时也需要系统的国际关系史、政治思想史、方法论以及哲学等方面的训

练。 如果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被视为发展中国学派的主要资源的话，那么在这些

方面的知识、技能和学术背景也与学者所具备的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和训练同样重

要，而这恰恰是很多学者所欠缺的。 尽管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中国的

传统文化是理论构建的重要资源，但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研

究并将其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过程中的学者少之又少。 此外，近年来尽管学界

鼓励跨学科创新研究，但是真正接受过跨学科训练的学者数量也极小，以至于很多

此类的研究只能止步于表面或是零散性研究，无法系统深入。 除了个体层面，社会

学术环境也是影响理论创新的一个客观条件。 学术环境可以包括政策导向、学术辩

论、学科本身发展、学术资助和学术时间等，这些将直接影响学者的主观努力和客观

条件。

第四，需要进一步解释当前世界变化，凝练中国经验，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化

过程。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激发创新理论和完善现有理论

提供了经验基础。 一些大的转型、新的困惑、理念变化和新现象等都会激发理论思考

和创新。 回顾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世界的转型会

迫使人们思考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原有的理论就会被质疑，新的视角就

会被引入，冷战的悄然解体导致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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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典型的例子。 对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行为的解释会引发更多的理论思考，

尤其是对那些非正常现象。 如果审视当今世界，许多新变化、新挑战还需要新的解释。

为何“伊斯兰国”能在短时间内异常突起？ 为何世界似乎越来越碎片化和逆全球化？ 对

于世界而言，中国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点。 例如，在历史上中国塑造了与西方完全

不同的国际体系或是一种地区性的世界秩序，西方学者也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探讨，①而

中国学者更需要从理论层面思考这些问题。 有些学者在评论中国理论研究时指出中国

的理论主要是为解释中国的政策，为中国政策服务。 尽管这样的判断并不准确，但至少

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关于理论的一些内涵被误解。 例如，天下体系被认为是要代替当前

的现代体系，被贴上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标签，认为是强调中国的例外论。 一些学者认

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和平发展，认为这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

心问题。 很显然，这些实践并没有被很好地总结和讲述。 理论源于实践，同时理论也要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要概念化，要经历从特殊到普遍的凝练过程，理论和政策的阐述和解

释本身也是叙述的过程，叙述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接受度。 例如，有学者专门研究美国历

届总统如何叙述自己的安全政策，如何讲故事，具体分析哪些成功、哪些不成功以及背后

具体的原因。② 弗洛里安·施耐德（Ｆｌｏｒｉａｎ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强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会挑战西方的理论，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经验验证以及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融

合。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概念

和新政策，有些甚至与西方理论的逻辑相悖，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做法相异，如新型大国关

系、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要把这些转变为理论并非易事，中国当前作为一个世

界大国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更大。 丰富的外交实践是针对理论进行经验性研究的重

要资源，但是如果凝练和叙述不恰当，很容易被贴上民族主义、例外主义、狭隘主义、至上

主义等标签，它们就很难对理论构建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需要克服固化思维。 对于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来说，互文性无所不在，

学者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形成一个学术实践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积极的方面是

产生新的知识，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使相关的知识很快完成社会化

过程。 但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当某些观点或知识由新的表象性知识内化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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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时，也会产生一些固化思维，导致相似的实践，体现了这个共同体对研究的限

定作用。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非常普遍。 例如，中国学者在发展理论

过程中经常强调儒家思想，但是其他思想基本被忽略。 同时，人们对于一些解释

不了的“不正常”现象则简单忽略。 例如，在谈到发展理论需要总结中国外交实践

对理论的影响时，很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个观点，但是真正总结的并不多。 本文在

分析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文献过程中也发现存在大量重复性研究设计

和重复性研究。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历了 ４０ 年的发展，在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习、借

鉴和批判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在努力创新，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

理论的中国学派。 回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 ４０ 年努力，中国学者还是取得了

不小的进步。 相关的话语也从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转变为创建国际关系理

论的中国学派和如何来创建中国学派。 通过这样一个话语和实践变化过程，中国学

者也形成一个实践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又反过来会影响未来行为体的话语与实践。

其他国家学者也对中国学者的努力进行了不少研究。 他们对这些努力的评析也反

映出中国学者所忽略的一些问题。 通过对比，可以进一步明晰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

发展中国学派的路径，如进一步明确理论的内涵和标准，明确核心问题与概念，在加

强内外对话和区域间对话的基础上发展出逻辑的理论关系，挖掘中国的传统与文

化，更好地总结中国实践，尤其是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变化而提出的新理念、

新政策和新行动等。 经过过去 ４０ 年的积累，中国学者更加自信，具备了更强的理论

自觉，也具有了更强的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 简言之，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

件 ４０ 年间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学者围绕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概念等

进行的理论创新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和辩论。 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继续

加强与外界对话的同时，需要继续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中汲取营养，同时也要关

注其他国家与区域，既要解释中国的特性，也要思考解释世界的普遍性。 只有这样，

中国国际关系或中国学派的理论才会被广泛接受。 它将拓宽和补充现有的国际关

系理论，使其更加国际化、更具全球性。

（截稿：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编辑：王鸣鸣）

·９２·




